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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经济新常态与环境问题突出的双重压力下，研究能源消费、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对于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推进低碳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对能源消费、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理

论模型分析，然后利用广东省 1995—2014 年的统计数据，运用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脱钩模型和环境库

兹涅茨曲线实证检验能源消费、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通过理论模型推导发现，能源消费、碳排放

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出一种先递增后递减的倒“U”型的关系。实证研究表明，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

在稳定的协整关系，且误差修正项的系数为负，表现为反向修正机制; 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大多数处于弱脱钩

状态; 能源消费、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的关系，并得到碳排放与能源消费在未来出现的拐点。

为此，必须构建低碳产业体系和低碳能源体系，并着力控制工业和交通领域的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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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人类的发展需要大量能源，随着全球经济发展加快和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不断加深，使得能源需

求暴增，且在工业化进程前期，各国追求经济快速发展而忽视了环境问题，造成如今全球的温室效应

愈发严重和能源供给短缺。全球气候变化是当前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面对的共同风险，中

国政府也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对外提交了《国家自主贡献预案》并签署了《巴黎协定》，彰显

大国担当，对内出台了《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方案》等系列文

件。从上世纪 90 年代，世界各国开始重视全球气候问题，重视能源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追求低碳经

济的发展模式，追求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能有效利用能源资源和降低环境污染。改革开放加快了我国

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使得能源消费的需求剧增、能源消费产生的碳排放量也在不断增长。“十三

五”规划提出了绿色发展理念，在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同时，使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绿色、低碳水平

上升，碳排放总量得到有效控制。广东省是经济与人口大省，也是受气候变化影响较严重的省份，作

为国家首批低碳试点省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是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内容。如何在不影响经济增长的前提下实现碳排放和能源消费协调发展，是亟需得到重视和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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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本文利用广东省历年 GDP 和能源消费量的数据，计算由能源消费引起的碳排放量，从理论与实

证上分析能源消费、碳排放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广东省制定更加合理的能源管理政

策，更加有效地调整产业结构和对新能源的开发利用，持续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

的和谐发展、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总体改善。
目前，已有一些文献分别从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两个方面分别对此问题进行

了研究。一类文献是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国内外关于能源消耗和经济发展之间关

系的研究已有许多研究成果。Kraft and Kraft［1］利用 1947—1974 年美国的能源消耗和 GNP 数据，运用

格兰杰检验，发现美国能源消耗不是其 GNP 的格兰杰原因，但其 GNP 是能源消耗的格兰杰原因。Yu
and Jin［2］以美国为对象，利用 1974—1990 年能源消费和国民收入的数据进行协整分析，得出能源消

费和国民收入并没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Yemane［3］针对上海 1952—1999 年各种工业“能源消耗”
与产出数据，结合格兰杰检验方法，结果发现能源消耗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反之不成立。Dolgo-
polova et al．［4］分别以经合组织国家和非欧佩克国家为研究对象，对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进行格兰杰

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在长期和短期内，不同能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差异。林伯强［5］利用经济增

长、电力消费和资本三个变量构造了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研究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

系，得出三者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并发现经济增长是电力消费的单向格兰杰原因。韩智勇等［6］

利用自 1978 年起 22 年的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数据，通过协整检验和格兰杰检验，结论是二者间

长期内并没有稳定的协整关系，但是短期内互为因果关系。陈浩和曾娟［7］以武汉市为对象，利用 1996
年起 12 年来当地的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的数据，并采用 Tapio 脱钩模型对二者的脱钩状态进行探究，

结果发现在这期间能源消耗是二者脱钩状态强烈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范秋芳等［8］选取我国 29 个

省市，并基于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将 29 省市划分为四个区域，通过对各区域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数据

进行格兰杰检验，发现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区域，会有明显差别的因果关系。另一类文献是碳排放与

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Grossman and Krueger［9］将库兹涅兹曲线理论运用到环境问题的研究，利

用 OLS 方法研究认为污染物的排放会随经济增长呈现先增后减的倒 U 型曲线变化。Mouez and Ous-
sama［10］在对突尼斯进行空气污染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时，发现在两者之间存在格兰杰因果关

系，但不存在传统的倒 U 库兹涅兹曲线关系。Mohammad et al．［11］选取孟加拉国为研究对象，收集其

能源、电力、二氧化碳和经济增长的数据，结合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发现碳排放是经济增长的单向格

兰杰原因。宋德勇和卢忠宝［12］利用我国 1990—2005 的时序数据，采用 LMDI 分解法将碳排放的影响

因素分解为四个，分别为经济产出、碳排放强度、能源结构和能源效率，结果发现经济产出是碳排放的

主要驱动因素。武红等［13］针对河北省，通过计算和收集对 1980 年起 29 年间的 GDP、能源消费和碳排

放量，从近似关系和脱钩状态分析了上述三者的关系，得出碳排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源消费的结

论。仲伟周等［14］收集我国 2000—2010 年的 GDP 和二氧化碳的时间序列数据，利用 Tapio 脱钩模型，

分析二者间的脱钩关系，并将脱钩指标分解为减排脱钩和节能脱钩指标，发现影响总脱钩指标变化的

主要因素是节能脱钩指标。武义青和赵亚南［15］以河北省为对象，通过对 1980—2011 年 31 年的碳排

放和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收集，对河北省碳排放进行因素分解，结果发现影响碳排放量的主要因素是

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陈向阳［16］把环境资本引入生产函数和消费函数，在内生增长的框架下研究了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形成机制，并运用我国 2004—2011 年除西藏外的 30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联

立方程计量检验发现工业二氧化硫与人均 GDP 呈 U 型关系。
现有文献有的从国家角度、有的从不同区域的角度分析了能源消费、碳排放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

系，大多文献采用单一的实证方法进行研究，缺乏理论模型研究。笔者在对能源消费、碳排放和经济

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广东省为研究对象，通过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脱
钩分析等多种实证方法进行检验，对广东省的能源消费、碳排放和经济增长三者间的关系分别从两两

分析到三者统一分析，体现了研究的全面性和区域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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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模型

世界经济运行中 86%的能源来源于化石燃料，可见世界经济运行由化石燃料驱动。可开采的资

源指开采成本小于销售收入的资源，而开采成本会因为技术的进步而降低。由于化石燃料最容易开

采，因此人类会首先运用化石能源，而能源消费量也随着经济规模的增长而递增。随着化石资源存量

的减少，其开采成本增加，直至化石能源出现枯竭。在该过程中，能源的投资回报率随着时间的推移

而下降。根据熵定律可知，经济增长消耗的化石资源并没有消失，而是最终以废弃物的形式返回生态

系统，具体表现为碳排放量的增长，可见化石能源的消耗对生态系统产生了负面影响和环境成本。如

果不考虑化石能源生产和消费过程所产生的外部性成本，那么其最优配置量将由化石能源的需求曲

线与供给曲线的交点决定。但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张，外部性成本不可忽视。因此，最优配置量的决定

过程应将外部性成本考虑在内。另外，当期生产和消费的资源数量越多，未来可用的资源就越少，即

边际使用者成本会随着经济规模扩大引起的能源消费量的增加而增加。因此，化石资源的供给曲线

由边际开采成本、边际外部性成本与边际使用者成本之和决定，而最优配置量则取决于需求曲线与供

给曲线的交点。
为说明能源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我们参考 Peretto［17］和陈向阳［16］的研究，构建一个包含家庭、生产、

能源部门的经济系统，假设能源生产部门是竞争的与面对无限大的自然资源供给弹性; 家庭可在竞争性

市场上无弹性地供给劳动，在信贷市场上自由借贷; 生产部门雇佣劳动生产多样化的消费品，并从事研发

( Ｒ＆D) ，厂商的研发增加了公共知识的积累，减少了未来研发的成本，生产除了劳动外还需要能源; 政府

对购买能源征收边际外部性成本和边际使用者成本的税收，税收收入一次性返回给家庭部门。
( 一) 家庭部门

一个代表性家庭最大化如下效用函数:

U( t) = ∫
!

0
e－ ( ρ－γ) t logu( t) dt ，ρ ＞ γ ＞ 0 ( 1)

其预算约束为:

A
·

= rA + wL + λE + πE － C ( 2)

以上两式中，ρ 表示贴现率; γ 表示人口增长率; r 表示市场利率; w 表示工资率; L 表示人口规

模，假设没有休闲偏好，因此它也等于劳动供给量，L = L0eγ
t ，L0 ≡ 1 ; C 表示消费量。除了资产与劳

动收入，家庭部门还接受政府能源税收的一次性返还 λE ，这里 λ 表示单位税率，E 表示能源使用量。
另外家庭部门还接受从能源部门的分红收入 πE 。

单个家庭的即时效用函数为:

logu = log ∫
N

0

Yi( )L

( ε－1) /ε

[ ]di
ε / ( ε－1)

，ε ＞ 1 ( 3)

上式中 ε 表示生产替代弹性; Yi 表示家庭部门购买的每一种多样化产品的数量; N 表示产品的种

类数。
最优化消费计划的结果是，家庭在资产的收益率满足以下条件时就会储蓄:

r = rA ≡ ρ + C
·
－ γ ( 4)

C
·

表示消费的增长率，在给定这种消费时间路径下最大( 3) 式，其约束条件为: C = ∫
N

0
PiYidi ，得

到产品 i 的需求函数:

Yi = C
P－ε

i

∫
N

0
P1－ε

i di
( 5)

( 二) 生产部门: 生产与创新

生产某种消费品厂商的生产函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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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 = Hα
i·F( LYi － σ，Ei ) ，0 ＜ α ＜ 1 ，σ ＞ 0 ( 6)

上式中 Yi 表示产出; LYi 表示生产的劳动投入量; σ 表示固定劳动成本; Ei 是能源投入量; Hα
i 是

厂商的全要素生产率; 它是现有厂商知识积累 Hi 的函数。函数 F(·) 为标准一次齐次新古典生产函

数，因此( 6) 式对如劳动、能源竞争性投入要素是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过程是规模报酬递增的。厂商

的成本函数如下:

wσ + VY ( w，PE + λ) H－α
i ·Yi ( 7)

( 7) 式中 VY (·) 是标准一次齐次单位成本函数，关于知识的单位成本递减弹性等于 α。厂商的知

识积累来源于研发( Ｒ＆D) :

H
·

i = φKLHi
( 8)

上式中 H
·

i 表示厂商的知识增量; LHi 表示时间 dt 内研发( Ｒ＆D) 劳动投入量; φK 表示 Ｒ＆D 的劳动

生产率，由外生系数 φ 和公共知识存量 K 决定。公共知识的积累具有溢出效应，一个厂商在研发创新

提高生产率的同时产生公共知识的积累，研发效率由不同来源的知识共同决定，即:

K = ∫
N

0

1
NHidi ( 9)

( 8) 和( 9) 说明了技术进步与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克服了回报递减，实现了要素回报递增，表

现为知识与劳动一起是规模报酬递增的，而知识是规模报酬不变的，这一特征保证了稳态的内生增长

的可能性。
( 三) 能源部门

能源部门雇佣劳动，将石油等初始自然资源生产为可消费的各种能源产品，其生产函数和成本函

数分别为:

E = E( LE，O) ( 10)

TC = TCE ( w，PO ) E ( 11)

以上两式中 LE 表示能源部门投入的劳动量; O 为石油等初始自然资源; E(·) 为标准的一次齐次

新古典生产函数; TC 为能源部门的总成本; TCE (·) 为关于工资率 w 和初始自然资源价格 PO 的一次

齐次单位成本函数; 设劳动是标准化的产品，因此 w≡ 1 。
( 四) 市场均衡

厂商追求公司价值的最大化，即未来净现金流量现值的最大:

Vali = ∫
!

0
e－rtπYi ( t) dt ( 12)

利用厂商的成本函数( 7) 式，其即时利润如下:

πYi = ［Pi － VY ( 1，PE + λ) H－α
i ］Yi － σ － LHi

( 13)

以上两式中，LHi 表示研发( Ｒ＆D) 支出; Vali 为厂商的价值。厂商在( 5) 式和( 8) 式的约束下最大

化其价值得到均衡条件下的要素需求函数:

LY = C ε － 1
ε

( 1 － SE
Y ) + σN ( 14)

E = C ε － 1
ε

SE
Y

PE + λ
( 15)

以上两式中 SE
Y 为厂商可变成本中能源的比重，它等于:

SE
Y =

( PE + λ) Ei

VY ( 1，PE + λ) H－α
i Yi

=
logVY ( w，PE + λ)
log( PE + λ)

( 16)

对于能源部门的成本函数( 11) ，竞争性的能源企业沿以下无限大弹性的供给曲线生产:

PE = TCE ( 1，PO )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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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定义石油等初始自然资源占能源成本的比重为:

SO
E =

POO
TCE ( 1，P0 ) E =

logTCE ( w，PO )
logPO

( 18)

由式( 14) 和( 15) 得到能源部门的劳动和石油等初始自然资源的需求:

LE = E
TCE ( w，PO )

w
= C ε － 1

ε
PES

E
Y

PE + λ
( 1 － SO

E ) ( 19)

POO = E
TCE ( w，PO )

PO
= C ε － 1

ε
PES

E
Y

PE + λ
SO
E ( 20)

由式( 15) 和式( 20) 可见，能源与消费量呈正相关关系，也就是与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同时也与厂

商可变成本中能源成本的比重和能源税率 λ 相关。在经济规模较小时，能源消费的边际外部成本与边际

使用者成本低，能源税率 λ 也较低，提高税率使厂商可变成本中能源成本的比重没有降低，导致能源使用

量随经济规模的扩大而递增。随着经济规模与资源开采量的扩大，未来的资源稀缺性会日益凸显，碳排

放的增加带来的“公害”即外部成本会随之增加，能源税率 λ 将处于较高水平，厂商会采用新技术提高能

源利用率，从而降低可变成本中能源成本的比重，导致能源使用量随经济规模的扩大而递减。所以，能源

消费、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一种先递增后递减的倒“U”型的关系。
三、实证分析

我们选取广东省 1995—2014 年的一次能源消费总量、GDP 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数据来源于
2015 年《广东统计年鉴》，包括 1995—2014 年 GDP，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煤炭、石油、电力、天然气能源

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百分比数。其中，1995—2014 年 GDP 按 1995 年不变价格计算得到，碳排放量

的测算借鉴武红等［13］的研究，测算公式如下:

C = ∑
3

i = 1
EiFi = ∑

3

i = 1
E
Ei

E Fi ( 21)

( 21) 式中的 C 表示由一次能源消费产生的碳排放量; E 表示能源消费总量; Ei 表示各类能源消

费量，由于电力的碳排放系数很小，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本文只计算煤炭、石油、天然气三种一次能源

的消费量，i = 1，2，3 分别表示上述三类能源，Fi 表示我国各类能源的碳排放系数。本文借鉴徐国

泉［18］的研究结果，煤炭的碳排放系数为 0． 747 6、石油为 0． 585 4、天然气为 0． 447 9。利用式( 20) 即可

测算出各能源消费引起的碳排放量。
( 一) 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检验

对一次能源消费总量、GDP 的对数进行 ADF 检验的结果，变量 LGDP 和变量 LNYXF 的原时间序

列不平稳，在 1%，5%显著水平下都不通过检验，而一阶差分后，在 5% 的显著水平 t 统计量都大于

5%水平下的值，且 P 值大于 0. 05，表明都未通过平稳性检验; 二阶差分后的结果显示二阶差分后的时

间序列的 t 统计量都小于 1%和 5%水平下的值，且 P 值小于 0. 01，表明时间序列在二阶差分后通过了

平稳性检验，即 LGDP 和 LNYXF 是二阶单整，且原数据是不平稳的，因此接下来可以进行协整检验。
采用更适合两个变量协整检验的 E － G 两步法，首先对以 LNYXF 为被解释变量、LGDP 为解释变

量，进行 OLS 回归，得到回归结果如表 1。

表 1 变量 LGDP 和变量 LNYXF 的 OLS 回归结果

C LGDP LNYXF( － 1) LNYXF( － 2) Adj-Ｒ2 D． W F-statistic

LNYXF
( 无滞后)

1． 843＊＊＊

( 9． 555)
0． 778＊＊＊

( 39． 44)
0． 988 0． 632 1 555． 204

LNYXF
( 有滞后)

1． 203＊＊＊

( 3． 897)
0． 633＊＊＊

( 4． 074)
0． 516＊＊

( 2． 045)
－ 0． 299 9

( － 1． 696)
0． 983 1． 843 849． 351

注:＊＊＊、＊＊、* 分别代表 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 t 统计值。

从表 1 可见，LGDP 的系数为正值，LNYXF 和 LGDP 存在正相关，无滞后项的 DW = 0. 632，表明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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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序列存在自相关，可以通过适当加入滞后项来改善。对带滞后项的回归模型进行残差序列自相关

的 LM 检验，LM 检验结果显示: LM = TＲ2 = 1. 1745，其 P 值为 0. 5558，远大于检验水平 0. 05，表明加入

适当的滞后项的模型作 OLS 估计得到的残差序列不存在自相关。然后对残差序列进行 ADF 检验，结

果为: 检验值 t 统计量为 － 4. 1706，小于 1%水平下的临界值，且根据麦金农双变量协整 ADF 检验临界

值表，样本容量小于 25、显著性水平为 0. 05 的临界值 － 3. 59，因此残差序列是平稳的，说明 LGDP 和

LNYXF 存在( 2，2) 阶协整关系，即两者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可以得到 LNYXF 关于 LGDP 的长

期弹性为 0. 6329 / ( 1 － 0. 5160 + 0. 2999) = 0. 8074。
通过协整检验，发现广东省的能源消费和 GDP 存在协整，表明二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从

短期来看，可能会受到短期波动影响而出现失衡，因此需要分析长期均衡过程中的短期波动影响，建

立 LNYXF 和 LGDP 之间的误差修正模型，建立的模型形式为:

ΔLNYXFt = α1ΔLNYXFt－1 + β1ΔLGDPt + β2ΔLGDPt－1 + λECMt－1 + εt ( 22)

其中，α1 、β1 、β2 为参数系数，ECMt－1 是滞后一期的误差修正项。使用最小二乘法得到误差修

正模型结果如表 2。
表 2 误差修正模型的估计结果

ΔLNYXFt － 1 ΔLGDP ΔLGDPt － 1 ECMt － 1 Adj-Ｒ2 D． W

ΔLNYXF 0． 334 8*

( 1． 806 3)
2． 447 3＊＊＊

( 3． 639 1)
－ 1． 942 1＊＊

( － 2． 840 4)
－ 0． 246 0*

( － 1． 978 0)
0． 641 1． 87

注:＊＊＊、＊＊、* 分别代表 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 t 统计值。

由表 2 的估计结果可见，各变量的回归系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 LNYXF 的变化不仅

受当前 LGDP 变化的影响，还受到了 LGDP 前一期和自身前一期的非均衡程度的影响。本期 LGDP 增

加 1 个单位，则本期的 LNYXF 同向增加 2. 447 3 个单位，即 LNYXF 关于 LGDP 的短期弹性; 上期的

LNYXF 增加 1 个单位，则本期的 LNYXF 同向变动 0. 334 8 个单位; 上期的 LGDP 增加 1 个单位，则本

期的 LNYXF 反向变动 1. 942 1 个单位。误差修正项的系数为 － 0. 246 0，调整方向为负，与误差修正

机制相符，上期的非均衡误差以 24. 6%的比率对本期的 LNYXF 做出反向修正。
( 二) 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分析

1． 建立碳排放和经济增长的 Tapio 脱钩模型

OECD 脱钩模型和 Tapio 脱钩模型是目前运用在经济研究中最主要的两种脱钩模型，而 Tapio 脱

钩模型是参考 OECD 脱钩模型并加以改进发展起来的，克服了 OECD 脱钩模型对基期选择上的缺陷，

脱钩状态也比 OECD 模型的分类更精细。所以本文通过 Tapio 脱钩模型来构建广东省的碳排放与经

济增长的脱钩模型:

e( C，GDP) = %ΔC
%ΔGDP

= %ΔC
%ΔE

· %ΔE
%ΔGDP

= e( C，E)·e( E，GDP) ( 23)

( 23) 式中 e( C，GDP) 表示碳排放和经济增长的脱钩弹性; %ΔC 表示碳排放量的变化率; %ΔGDP 表

示 GDP 的变化率; %ΔE 表示一次能源消费量的变化率。根据 Tapio 脱钩模型，利用因果链分解，将碳

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弹性分解为碳排放与能源消费的脱钩因子和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因子

两种，前者即 e( C，E) 简称为结构减排脱钩弹性，后者即 e( E，GDP) 简称为能耗脱钩弹性。碳排放与经济增

长的脱钩类型与含义见表 3。
2． 建立脱钩因子影响力评价模型

影响力评价函数采用对以脱钩因子乘积作为底数，对各脱钩因子取对数的方法作为评价各脱钩

因子影响力的方法，其影响力评价函数式:

Wi =
－ logeie( C，GDP) ， IF e( C，GDP) ＞ 1

logeie( C，GDP) ， IF e( C，GDP) ＜{ 1
(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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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式中，ei 为 e( C，E) ，e( E，GDP) 。由于是取对数，所以底数必须大于零，对于脱钩弹性的影响力

评价模型中，将不考虑 e( C，GDP) ＜ 0 的情况。

表 3 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类型与含义

脱钩弹性值 %ΔGDP %ΔC 脱钩类型 含义

e ＜ 0 ＞ 0 ＜ 0 强脱钩 经济增长，GDP 增加，而碳排放量降低

0≤e≤0． 8 ＞ 0 ＞ 0 弱脱钩 GDP 与碳排放量均增长，但 GDP 增长率大于碳排放量增长率

0． 8≤e ＜ 1． 2 ＞ 0 ＞ 0 扩张连接 表示经济增长与碳排放量仍处于不脱钩状态

e ＞ 1． 2 ＞ 0 ＞ 0 扩张负脱钩 GDP 与碳排放量均增长，但碳排放量增长率大于 GDP 增长率

e ＜ 0 ＜ 0 ＞ 0 强负脱钩 经济衰退，GDP 绝对量降低，但碳排放绝对量增加

0≤e≤0． 8 ＜ 0 ＜ 0 弱负脱钩 GDP 与碳排放量均降低，但 GDP 下降率大于碳排放量下降率

0． 8≤e ＜ 1． 2 ＜ 0 ＜ 0 衰退连接 主要防止过度解释轻微变化

e ＞ 1． 2 ＜ 0 ＜ 0 衰退脱钩 GDP 与碳排放量均降低，但碳排放量下降率大于 GDP 的下降率

3． 碳排放和经济增长的脱钩关系分析
表 4 广东省 1996—2014 年碳排放和经济增长的脱钩弹性

年份 %ΔGDP% %ΔC e( C，GDP) 脱钩类型

1996 0． 112 7 0． 036 3 0． 004 1 弱脱钩

1997 0． 111 9 0． 023 1 0． 002 6 弱脱钩

1998 0． 108 0 － 0． 00 2 － 0． 000 2 /
1999 0． 101 2 0． 070 3 0． 007 1 弱脱钩

2000 0． 114 7 0． 159 7 0． 018 4 扩张负脱钩

2001 0． 104 9 0． 015 6 0． 001 6 弱脱钩

2002 0． 123 7 0． 064 9 0． 008 0 弱脱钩

2003 0． 148 4 0． 155 3 0． 023 1 扩张连接

2004 0． 147 9 0． 114 2 0． 016 9 弱脱钩

2005 0． 141 3 0． 084 3 0． 011 9 弱脱钩

2006 0． 148 1 0． 140 3 0． 020 8 扩张连接

2007 0． 148 7 0． 156 4 0． 023 3 扩张连接

2008 0． 104 3 0． 012 0 0． 001 2 弱脱钩

2009 0． 097 0 0． 069 3 0． 006 7 弱脱钩

2010 0． 124 5 0． 184 7 0． 023 0 扩张负脱钩

2011 0． 100 0 0． 124 1 0． 012 4 扩张负脱钩

2012 0． 081 8 － 0． 031 0 － 0． 002 5 /
2013 0． 084 6 0． 007 9 0． 000 7 扩张连接

2014 0． 077 6 － 0． 013 6 － 0． 001 1 /

根据 1996—2014 年广东 GDP 的变化率和

总碳排放量的变化率，并利用式( 22 ) 可计算出

碳排放和经济增长的脱钩弹性，见表 4。广东省

经济增长和碳排放的脱钩值大多数处于弱脱钩

状态，在 2000 年到 2001 年间，碳排放的增长率

为 1. 56%，小于同期的 GDP 增长率 10. 49%，碳

排放和经济增长处于弱脱钩状态; 在 2002 年，

GDP 和碳排放均比上年有所增长，但脱钩状态

仍处于弱脱钩，说明这两年广东省政府采取一

定的节能减排措施，并且政策有效，使得经济增

长快于碳排放的增长。在 2003 年，碳排放的增

长率突然激增到 15. 53%，超过了同期的 GDP
增长率，造成了 2002 年到 2003 年间经济增长

和碳排放量处于扩张连接的状态，这主要是因

为“十五规划”实施前期，受到国家宏观经济调

控政策的影响，广东省政府实施了加快经济增

长的措施，加快产业结构转变和深化国有企业

改革，大力推进基础设施的建设，在经济增长的

同时也增加了碳排放量。而 2006 年和 2007 年

经济增长和碳排放增长幅度相当，造成了经济

增长和碳排放量处于不脱钩状态。而 2008 年之后，脱钩状态处于弱脱钩和扩张负脱钩两种状态，这

是因为在“十一五”期间，随着广东省城镇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和工业适度重型化的发展趋势以及各类

重大项目的建设投产，节能减排工作面临挑战，而且当时还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增长和碳

排放处于不稳定增长状态。但仍需要继续贯彻落实节能减排措施，转变能源消费结构，继续发展低碳

经济。其中 1998、2012 和 2014 年呈现出强脱钩，即经济增长的同时碳排放量却减少，如果 1998 年出

现强脱钩是一种偶然现象，那么 2012 和 2014 年呈现的强脱钩现象，主要是由于党的“十八大”以来，

政府把生态文明建设摆上了更加重要的战略地位，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发展，从制度设计、生态

文化培育和协同治理创新三个层面推动绿色发展，试点推行碳排放权交易，对经济结构进行顶层设

计，在各产业和各区域推广清洁生产，创新清洁生产技术，发展低碳经济。

—401—



JOUＲNAL OF NANJING UNIVEＲ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4． 脱钩因子的影响力评价分析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可知，广东省的碳排放和经济增长大多数年份处于弱脱钩状态，但通过脱钩弹

性指标和脱钩类型，很难深入分析经济增长和碳排放脱钩关系变化的深层次原因，所以我们对脱钩指

标采用式( 22) 的方法分解为结构减排脱钩因子和能耗脱钩因子两个脱钩弹性，并利用式( 23) 以二者

乘积为底数分别对二者取对数的方法对脱钩弹性的影响力进行评价分析，从而分析脱钩指标变化的

深层原因。由于采用取对数的方法，排除 e( C，GDP) ＜ 0 的情况，所以不能得到 1998、2012 和 2014 年的

脱钩因子影响力，得到的结果如表 5。
表 5 广东省 1996—2014 年脱钩因子影响力

年份 e( C，E) e( E，GDP) e( C，E) 影响力 e( E，GDP) 影响力

1996 0． 943 4 0． 341 2 0． 054 1 0． 945 9
1997 0． 726 9 0． 284 1 0． 202 2 0． 797 8
1998 0． 782 5 － 0． 023 6 / /
1999 1． 669 7 0． 415 7 － 1． 403 8 2． 403 8
2000 0． 961 7 1． 447 8 － 0． 118 0 1． 118 0
2001 0． 668 1 0． 222 3 0． 211 5 0． 788 5
2002 0． 611 4 0． 857 5 0． 761 9 0． 238 1
2003 0． 984 6 1． 062 8 － 0． 341 6 1． 340 6
2004 0． 770 1 1． 002 5 1． 009 5 － 0． 009 5
2005 0． 943 6 0． 632 5 0． 112 5 0． 887 6
2006 0． 836 6 1． 132 6 3． 308 7 － 2． 308 7
2007 1． 158 5 0． 908 2 2． 892 8 － 1． 892 9
2008 0． 619 1 0． 185 1 0． 221 4 0． 778 6
2009 0． 787 0 0． 907 7 0． 712 2 0． 287 8
2010 1． 152 7 1． 286 9 0． 360 4 0． 639 6
2011 1． 526 5 0． 812 8 1． 960 5 － 0． 960 5
2012 14． 874 1 － 0． 025 5 / /
2013 0． 223 3 0． 417 1 0． 631 7 0． 368 5
2014 － 0． 479 8 0． 364 4 / /

从表 5 可 见，1996—2014 年 期 间，在

16 年数据中有 9 年数据表明结构减排脱钩

弹性值大于能耗脱钩弹性值，即前者的影

响力大于后者的影响力。如 2002 年的结

构减排脱钩弹性值呈现的是弱脱钩，其影

响力为 0. 761 9，而能耗脱钩弹性呈现的脱

钩类型是扩张连接，其影响力为 0. 238 1，

最终使得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呈现为结构减

排脱钩弹性的状态─弱脱钩，其他年份也

依此解释，有 1996、1997、1999、2000、2001、
2003、2005、2008 和 2010 年。另外通过计

算两个脱钩弹性影响力的均值，得到结构

减排脱钩弹性影响力的均值为 0. 661 0，能

耗脱钩弹性影响力的均值为 0. 338 9，由此

可见，影响广东省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

状态的主要因素是结构减排脱钩弹性。说

明仍需要加强技术创新，提高能源利用率，

开发新能源和清洁能源。陈向阳［19］ 通过

计量研究发现第二产业比重与污染排放量

负相关，说明产业结构确实是影响污染排

放的重要因素。张伟和王韶华［20］通过构建反映各区域不同产业产值变动与碳强度动态关系的数理

模型，并且测算了各区域产业结构变动的全局和局部动态累积碳减排效应，研究发现: 第一产业产值

增加促进碳强度降低的作用最大，第三产业产值增加的碳减排作用稍差于第一产业，而第二产业产值

增加对于对 CO2 排放总量的影响要大于 GDP 的贡献。陈向阳［16］通过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认为产业

结构通过结构性的环境污染和对能源的消耗来影响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中第一、二和三产业的比重和

第二产业中高污染、高能耗产业与高技术产业的比重直接影响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费水平。
( 三) 碳排放、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库兹涅茨曲线分析

由理论模型的分析可知，能源消费、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一种先递增后递减的倒

“U”型的关系。那么，广东省的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库兹涅茨曲线是否存在，则可采集相关数据加以

验证。选取人均能源消费和人均碳排放量为因变量，人均 GDP 为自变量，产业结构和能源强度为控

制变量，其中产业结构用第二产业产值占 GDP 的比重来度量，能源强度用万元 GDP 的一次能源消费

( 吨标准煤 /万元) 来度量，数据来源于 1994—2014 年《广东统计年鉴》。
设人均 GDP 记为 ＲJ_GDP，单位为万元 /人; 人均能源消费量记为 ＲJ_NYXF，单位为吨标准煤 /人;

人均碳排放量记为 ＲJ_TPF，单位为吨 /人; 产业结构记为 CYJG; 能源强度记为 NYQD。计量方程如下:

ＲJ_NYXFt = β0 + β1ＲJ_GDPt + β2ＲJ_GDPt
2 + β3CYJGt + β4NYQDt + εt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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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J_TPFt = β0 + β1ＲJ_GDPt + β2ＲJ_GDPt
2 + β3CYJGt + β4NYQDt + εt ( 26)

各变量 ADF 检验的结果表明，人均 GDP 及其平方项、人均能源消费量、人均碳排放量、产业结构

和能源强度的原时间序列和一次差分均不平稳，在二次差分时平稳。由于残差存在序列自相关的现

象，需要加入 AＲ( 1) 进行修正，OLS 回归结果如表 6。
表 6 碳排放、能源消费的库兹涅茨曲线回归估计结果

模型类型
ＲJ_TPF
修正前

ＲJ_NYXF
修正前

ＲJ_TPF
修正后

ＲJ_NYXF
修正后

C － 0． 119 5
( － 0． 358 5)

－ 0． 801 7＊＊＊

( － 2． 815 4)
－ 0． 833 5*

( 2． 044 7)
－ 1． 550 4＊＊＊

( － 4． 373 1)

ＲJ_GDP 0． 712 9＊＊＊

( 5． 579 2)
1． 109 1＊＊＊

( 10． 156 3)
0． 653 8＊＊＊

( 4． 832 1)
1． 072 3＊＊＊

( 9． 816 5)

ＲJ_GDP2 － 0． 074 5＊＊＊

( － 3． 497 1)
－ 0． 097 9＊＊＊

( － 5． 378 0)
－ 0． 061 0＊＊＊

( － 2． 624 8)
－ 0． 084 7＊＊＊

( － 4． 502 6)

CYJG － 1． 810 0
( － 1． 504 5)

－ 1． 047 4
( － 1． 018 8)

－ 0． 644 3＊＊＊

( － 4． 074 0)
－ 0． 352 7

( － 0． 383 3)

NYQD 0． 962 8＊＊＊

( 3． 873 0)
1． 309 4＊＊＊

( 6． 162 9)
1． 255 4＊＊＊

( 3． 390 9)
1． 910 2＊＊＊

( 6． 849 0)

AＲ( 1) － － 0． 540 1＊＊＊

( 2． 532 3)
0． 575 3＊＊＊

( 4． 623 6)
Adj-Ｒ2 0． 984 9 0． 997 2 0． 967 3 0． 958 1
D． W 1． 26 1． 39 1． 69 1． 83

F-statistic 310． 712 9 1 674． 282 1 037． 350 5 1 922． 547
曲线形状 倒 U 型 倒 U 型 倒 U 型 倒 U 型

拐点 － － 5． 359 0 6． 330 0

注:＊＊＊、＊＊、* 分别代表 1%、5%、10% 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

为 t 统计值。

由表 6 可知，广东省能源消费、碳排

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种先递增后递

减的倒“U”型的关系，验证了理论模型

的 结 论。通 过 1995—2014 年 的 人 均

GDP 的数据计算其增长率，并以此为基

础可计算出人均碳排放量和人均能源消

费分别达到拐点时所需要的时间，人均

碳排放量为 2. 46 年、人均能源消费量为

4. 42 年。但是碳排放并不会因经济增长

而自动得到控制，必须进一步转变增长

方式，开发和利用清洁生产技术。另外，

能源强度与人均碳排放量、人均能源消

费量显著正相关，说明提高人均 GDP 的

能源利用效率可降低碳排放量，1995—
2014 年期间广东省万元 GDP 的一次能

源消费量呈现递减趋势，对碳排放量的

降低起了显著作用。而产业结构与人均

碳排放量显著负相关，这一结果与预期

结果相反，说明广东省碳排放的产业结

构效应已经出现，第二产业中清洁产业的比重大，在经济总产出中的贡献率在提高，减少了能源消耗，

进而降低了碳排放量。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通过理论模型与利用广东省的一次能源消费量、碳排放量和经济增长等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到

以下结论:

1． 理论模型推导表明，能源消费、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一种先递增后递减的倒
“U”型的关系，实证分析也验证了这种关系的存在，并且发现广东省的人均碳排放量在 2. 46 年后会达

到倒“U”型曲线的拐点、人均能源消费在 4. 42 年后会达到拐点。但是，碳排放量的降低不是经济增长

所内生的结果，更不会通过经济增长自动得到降低，只有通过能源消费税和碳排放税等政府规制措施

的实施，提高企业可变成本中能源成本的比重，来倒逼企业开发与推广利用清洁能源以及清洁生产

技术。
2． 能源消费、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倒“U”型的关系的内在机制是: 经济系统只是生态系统的

一个子系统，在经济规模较低时，规模效应起主要作用，能源需求量会随着产出规模的扩大而增加，进

而导致能源消费量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均出现增长，使得利用化石能源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过度排放

了二氧化碳，导致气候不稳、农业生产力下降，化石能源消费的边际外部性成本和边际使用者成本递

增，经济增长的机会成本提高，当它们等于边际收益时，宏观经济规模达到了最优规模。为了减少经

济增长带来的负外部效应，政府加大了对清洁能源的开发和碳排放的减排技术创新与应用，同时也加

大了规制措施的介入，导致技术效应和制度效应起主要作用，二氧化碳排放量随经济增长而降低。
3． 通过对广东省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数据进行 ADF 单位根检验及 E-G 两步法的协整检验，得

出二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弹性为 0. 8074; 误差修正模型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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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表明，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弹性为 2. 447 3，上一期的非均衡误差以 24. 6% 的比率对本

期的能源消费量做出反向修正，使得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能够收敛。
4． 通过对广东省碳排放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脱钩分析发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脱钩关系大多数处

于弱脱钩状态，并且碳排放和经济增长的脱钩变化主要由结构减排脱钩弹性决定，说明广东省在能源

消费结构中主要以煤炭和石油为主，减排政策的调控、减排技术创新和应用等方面虽然有一定成效，

但仍未达到强脱钩状态，所以必须进一步推进绿色发展、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大力发展先进制

造业，加大清洁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改变能源消费结构，推动节能减排技术的创新，提高能源利用效

率，使碳排放量得到控制。
根据本文基本结论，可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1． 构建低碳产业体系。一是要加快传统产业低碳改造，有序淘汰过剩产能，结合绿色制造产业体

系的建设，通过在家电、建材、化工和纺织等行业建设绿色工厂、发展绿色园区、开发绿色产品和打造

绿色供应链等方式，推进传统产业低碳化、清洁化、高效化和循环化改造; 二是大力发展绿色产业，积

极发展绿色低碳特征明显的战略新兴产业，推动新兴电子信息、新能源及节能环保产业、新能源汽车、
高端设备制造和新材料等产业成为新的支柱产业，加快现代服务业基地和集聚区建设，推动金融、科
技服务、物流、总部经济、文化创意和信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2． 构建低碳能源体系。一是强化能源节约，实施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目标控制制度，构建能源计

量监管和服务体系，实施全民节能计划和重点节能工程; 二是优化能源结构，调整化石能源结构，控制

煤炭消费和增加天然气的消费，开发利用风电、太阳能和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提高非化石能源消

费比重。
3． 控制工业和交通领域的碳排放。加强工业的清洁生产技术研发，提高绿色技术的自主创新能

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通过发展新能源汽车、绿色货运和现代物流、优化运输结构等手段，提高交通

运输能源利用效率; 推进建设公交城市，建设城际轨道交通网、提供多样化公交服务和绿道网络，完善

“共享单车”管理制度，倡导绿色低碳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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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Ｒelationship betw een Energy Consumption，
Carbon Emissions and Economic Grow th :
Theoretical Mechanism and Empirical Test

CHEN Xiangyang，LI Yijun
(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Guangzhou University，Guangzhou 510006，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double pressure of economic new normal state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ergy consumption，carbon emissions and economic growth to implement the low-carbon de-
velopment and the green development． Firstly，this paper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of energy consumption，carbon emission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a three-sector growth model，then empirically studies on the situation of energy consumption，carbon emis-
sions and economic growth of Guangdong Province based on statistical data of Guangdong Province between 1995 and 2014 by
applying co-integration test，error correction model，decoupling model，and Kuznets curve． The theoretical study has found that
there is a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energy consumption，carbon emissions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exists a stable co-integr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conomic growth，and the co-
efficient of the error correction term is negative in line with the reverse correction mechanism; carbon emission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most of Guangdong Province are in a weak decoupling state; there is a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ener-
gy consumption，carbon emissions and economic growth and an inflection point of carbon emissions and energy consumption ap-
pearing in the future is obtained． In view of the conclusion，this paper has put forward the policy of construction of low carbon
industrial system and low carbon energy system．

Key words: carbon emissions; energy consumption; economic growth; decoupling analysis; EK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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